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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是当今中国加快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

的重要命题。在构建城市创新质量新指标的基础上，运用空间误差模型和空间滞后模型就生产性服务业
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城市创新的影响机制进行深入剖析。研究结果显示: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
聚能提升城市创新质量，并能通过推进产业结构高级化、提升城市科技投入水平和吸引研发人员流入三个
渠道促进城市创新质量的提升，协同集聚对东部和中部地区城市创新质量有促进作用，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和

低端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均能促进城市创新质量提升。此外，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能
够推动新企业注册量的递增，进而提升城市的创业积极性与创业活跃度。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具
有促进城市创新质量和创业活力两大功能，可以成为推动城市高质量增长和提升城市竞争力的重要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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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及文献综述

近年来，因产业链高端环节对发达国家的技术依赖，中国高新技术企业频频遭遇发达国家断供技术

或产品的威胁，甚至被列入所谓的“实体清单”，使中国企业的正常经营受到了较大的冲击。科技创新是
国民经济发展的关键驱动力，更是突破 “卡脖子”困境的必要手段。党的十八大提出国家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中国于 2020年整体迈入创新型国家行列［1］，此后中国为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的目标而奋斗，不断
加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如今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时期，加快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至关
重要。城市是国家的基本组成单元，是人口与经济活动的中心，各类资源与生产要素向城市不断聚集，
城市是经济的载体，更是企业创新的载体。城市创新体系建设是优化国家创新体系不可或缺的内容。为
此，释放城市创新活力，提高城市创新能力对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强化产
业链与创新链融合一直以来都是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中的关键，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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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创新链和产业链精准对接是核心要义更是必由之路。由此，产业与创新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联。
制造业和服务业是中国的两大重要支柱产业。作为制造大国，中国正处于向制造强国转变的关键阶段，
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迫切性日益增强。生产性服务业贯穿制造业的上、中、下游，与制造业相辅相成，伴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不断演进，推进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成为中国的重要发

展战略，而产业协同集聚这种新兴产业组织发展形态正是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的重要表现

形式。那么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会对创新质量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较少有研究深入剖析上
述问题，尤其是剖析二者协同集聚对创业活动的影响。虽然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聚集与城市创新
质量关系的系统研究相对缺乏，但已有学者已经在其相关领域做了研究，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产业协同集聚相关研究。产业结构变化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已成为学术界深耕的热点［2］，
推进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是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必然选择，更是提升制造业核

心竞争力以及培育现代产业体系的关键路径。目前学术界对于产业协同集聚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其对城市
资源错配［3］、绿色创新［4］等的影响。部分研究表明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协同集聚对区域绿色发展具
有引导作用［5］。也有针对产业协同集聚的空间外溢效应的相关研究发现，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协同
集聚具有一定空间溢出效应和空间反馈机制［6］，二者的协同集聚所形成的复杂社会网络带来的非正式交

流能够更好发挥集聚空间知识外溢的作用，进而促进区域创新效率提升［7］。少数研究关注产业协同集聚
对制造业的影响，例如白东北和张营营 ( 2020) 研究发现产业协同集聚能够提高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附
加值率［8］。然而，目前有关产业协同集聚的经济效应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区域经济发展、城市绿色发展等
方面，鲜有关于城市创新的实证研究，该方向有待深入研究。
二是城市创新的研究。2006 年国务院发布了 《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 2006—

2020) 》，党的十八大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党的二十大则强调加快实施该战略，实现科技自立自
强，由此可见创新的重要性，城市作为企业创新的载体，其创新质量对国家自主创新能力提升有决定性

作用。已有研究大多从技术创新激励政策［9］、制度供给［10］、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11］等角度对城市创新影
响因素进行考察。亦有学者从细分行业发展视角探讨区域创新质量的影响因素，如张宽和黄凌云 ( 2019)
发现金融发展能够显著提升区域创新质量［12］。此外，就城市创新质量指标测算而言，学术界并无统一标
准，现有研究多以发明专利授权数量［13］、专利受理量［14］等衡量创新质量，但专利的价值分布是有偏的，
数量指标无法准确衡量质量。此外，有研究采用研发支出来衡量创新质量［15］，指标结构单一。也有文献
采用专利引用数据［16］以及知识宽度法［17］等衡量创新质量，而专利引用实则经常发生滥引、乱引的现象［9］。
创新质量指标存在改进空间。
三是产业协同集聚与城市创新关系的研究。大多数文献以从事科技活动人员人均专利授权数量［18］、

每万人专利申请受理量［14］以及人均发明专利授权量［19］等来衡量区域创新水平或质量，进而对二者的关系

展开讨论。如汤长安和张丽家 ( 2020) 研究发现从专利数量来看，产业协同集聚对创新产生了非常正面
和积极的推动作用［14］。也多从省际层面探究产业协同集聚对区域创新的影响，如贺正楚等 ( 2023) 基于
省际层面数据研究发现产业协同集聚能够促进区域技术创新［20］，王文成和隋苑 ( 2022) 通过对省级行政
区层面二者关系的研究得出相似观点［21］。虽有少量研究通过城市面板探究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
集聚对城市专利质量的影响，但评估时间较为久远［22］。已有研究多从专利数量视角抑或是省际层面探
索二者的关系，缺乏城市创新质量视角的实证分析，更缺乏协同集聚与城市创新质量之间作用渠道的

研究。
有鉴于此，本文在构建城市创新质量新指标的基础上，结合 2006—2019 年 266 个城市面板数据，运

用空间误差模型和空间滞后模型，对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城市创新质量的影响机制进行深

入剖析。可能的边际贡献体现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从复杂度视角构建了城市创新质量的测度方法，不
仅为城市创新质量提供了一个测度工具，还有效弥补了数量和引用视角创新质量研究的不足; 二是借助

空间计量方法，从城市创新质量视角剖析了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创新的影响，有效考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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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创新质量的空间溢出效应，进而从更科学的视角刻画二者的实际作用关系; 三是不仅细致剖析了生

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城市创新质量的作用渠道，还进一步检验了协同集聚的创业效应，弥补

了渠道分析和创业效应分析方面的不足，也从更全面的视角剖析了协同集聚的经济效应，为该领域的理

论发展提供了更为细致的经验证据。

二、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在城市创新发展的进程中，生产性服务业会通过专业化知识、专业化人员和专业化服务等形式为技
术创新提供强有力的支持，而制造业则在实施专利新知识与新技术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生产性服务业

所提供的专业技术服务同制造业在空间布局上的协同作用能够对创新型制造业企业的产品开发工作提供

一定支持［23］。二者协同集聚带来的各类要素动态流动能够促进知识溢出，并加速知识传播与应用［24］，由
此也能搭建二者研发项目合作桥梁，实现研发成本共享，避免重复投入和资源浪费，进而降低研发过程

中所需的知识与技术传播成本。通过生产性服务业广泛的市场网络和客户资源，能够更加高效地将专利
新知识传播给制造业。制造业作为实施者，能够利用生产性服务业的渠道和平台，以更低的成本获取先
进的专利技术，从而促进创新质量的提升。在两链融合的科技发展背景之下，很多城市以产业为基础激
发城市创新活跃度。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有助于完善产业链生态体系，推进产业链协同
创新，引导创新资源向产业链上下游集聚，加速创新资源在不同产业、企业之间的流通，实现创新资源
共享，进而激发创新主体的创新潜能，驱动创新发展。亦有学者认为产业协同集聚有助于异质创新要素
在特定空间内循环共享，从而促进区域创新［25］。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能够提升城市创新质量。
首先，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是国家战略的必然要求和实现国家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

生产性服务业本就贯穿于制造业的上、中、下游，二者的协同集聚能够使产业生态体系更为完善，促进
资源优化配置，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使得知识与技术溢出等作用更好发挥，知识和技术加速融合，

进而促进城市创新质量的提升。既有研究表明，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能够促进产业结构升
级［26］，继而可能会对区域的创新水平和创新能力产生影响［27］。随着产业结构高级化，制造业会更加追求
生产高附加值产品，倾向于使用更高的生产技术进行生产，生产性服务业则会以上述需求为导向支持创

新活动，以使得新技术更符合市场技术要求，最终促使城市创新质量提升。其次，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
业协同集聚亦能加速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的深度融合，由此形成一定的产业联动效应，带动区域内

其他产业的发展，各产业同质性企业竞争也会愈加激烈，倒逼企业为赢得市场订单和生存空间而进行更

多的创新活动，也激发了企业加大科技投入的动力，区域内科学技术投入增加为企业研发提供创新环境

保障，进而促进区域创新质量的提升。最后，随着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程度的加深，二者相
得益彰，在协同集聚区内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创新生态系统，完善的创新环境为研发人员提供了更多

支持和机会，能够吸引研发人员流入。研发人员是创新的核心要素之一，不同地区的研发人员流入，能
够在本地创新活动中融入不同的创新思维和方法，丰富创新资源，激发创新火花，推动创新实践，助力

创新发展。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2a: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通过产业结构高级化效应促进城市创新质量提升。
H2b: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通过提高区域科学技术投入水平促进城市创新质量提升。
H2c: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通过吸引研发人员流入促进城市创新质量提升。
创业活力是城市创新更多元创新的表现，技术创新与创业关乎城市创新全方位发展。创业者通常倾

向于选择创业机会和资源相对丰富且创业风险相对较低的地区。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协同集聚，能
够优化资源配置，使得区域内的创业环境更加完善。此外，协同集聚使得高附加值的产品需求增加，产
品需求上升会使得现有供给出现一定的缺口，由此创造了更多创业机会，随着产品品质要求的上升，高

技术需求增加，更多的高技术人才会汇聚于此，进而为新创企业提供更多的人才资源和技术支持。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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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集聚能够促进要素资源流动，一定程度上形成知识与资源的共享网络，能够降低创业的风险和门槛，

由此便形成一个较为完善的协同创业生态体系。创业者可以获得更多的合作机会、资源支持和市场需求，从
而提升创业成功率，进而吸引更多创业者开展创业活动，激发城市创业活力。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3: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能够激发城市创业活力。

三、研究设计与指标说明

( 一) 空间相关性测定方法

空间经济学相关理论表明，空间相近的区域经济要素的联系更为紧密。由于创新要素流动性较强，
城市创新质量可能存在一定的空间相关性。本文先对核心变量的空间相关性进行检验，空间相关性的测
定主要使用莫兰指数法，具体测算公式如下:

Moran's I =
∑

n

i = 1
∑

n

j = 1
wij( xi － x－) ( xj － x－)

S2∑
n

i = 1
∑

n

j = 1
wij

( 1)

其中，S2表示样本方差，具体为
∑

n

i = 1
( xi － x－) 2

n
， Wij表示空间权重矩阵中的各个元素，则∑

n

i = 1
∑

n

j = 1
wij表

示空间权重矩阵中所有元素之和。莫兰指数的取值范围在－1 到 1 之间，倘若其值大于 0 则表明正相关，
小于 0则表明负相关，若其值恰好为 0则表明无空间自相关。
( 二) 模型的构建

综合前文分析，考虑到创新要素具有较强流动性，城市创新质量可能存在一定的空间相关性，所以

若采用传统的普通最小二乘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可能造成较大的估计偏误。鉴于此，本文构造空间计
量模型就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城市创新质量的影响进行深入分析。根据空间计量模型中空
间项的不同形式可将模型分为空间滞后模型 ( SAＲ) 与空间误差模型 ( SEM) 。其中，空间滞后模型主要
应用于检验被解释变量在区域之间存在的空间溢出效应，而空间误差模型中变量的空间自相关主要表现

在空间误差项上。本文采用上述两种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经豪斯曼检验，检验结果显示 P 值小于 0. 01，
应选取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分析。然后进行 LＲ检验，结果显示拒绝仅固定时间或个体效应。结合本文研究
对象，分别构建双向固定效应空间误差模型和空间滞后模型进行后续实证，具体模型如下。
空间误差模型 ( SEM) :

lncxzlit = β0 lnco_aggit + β1Xit + δi + ϑt + φit ( 2)
φit = λWφ it + φit

空间滞后模型 ( SAＲ) :
lncxzlit = α + ρWlncxzlit + η 0 lnco_aggit + η 1Xit + δ i + ϑt + ε it，ε it ∈ N( 0，σ 2 ) ( 3)

其中，lncxzlit为本文核心被解释变量城市创新质量，lnco_aggit为核心解释变量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

协同集聚，Xit为本文控制变量，β0、η0为解释变量系数，β1、η1为控制变量系数，W为本文所选的空间权
重矩阵，δi为地区空间效应，ϑt为时间效应，λ为空间误差系数，反映某些不可观测因素对周边地区的影
响; ρ为空间滞后项系数，反映被解释变量空间相关性，显著则表明有一定的集聚效应; φit、φit均为随机

扰动项。
( 三) 权重矩阵的选择

空间权重矩阵的选取是空间面板回归模型建立中的重要一步，其关乎空间计量模型的回归结果，为

保证计量结果的稳健性，并更为客观揭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城市创新质量的影响机制，

本文构建多维度空间权重矩阵进行后续计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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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距离权重矩阵 ( W1 ) 为:

Wij =
1
dij
，i≠ j

0，i = j{ ( 4)

其中，dij 为根据经纬度计算的 i地区与 j地区之间的地理距离。
经济地理嵌套矩阵 ( W2 ) 为:

Wij =
W1 × diag

Y1

Y
，

Y2

Y
，

Y3

Y
，…，

Yn

Y( ) ，i≠ j

0 ，i = j
{ ( 5)

其中，W1为上文的反距离矩阵，Y为样本期间内所有城市人均实际生产总值的均值，Yn 为第 n 个城市
在样本期间内的人均实际生产总值均值。
( 四) 变量与指标说明

本文选取中国 26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2006—2019 年的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其中剔除了数据缺失严重
的城市，且将 2006—2019年有行政区划调整的城市排除 ( 城市内部区县调整除外) 。除发明专利授权数
据来自国家知识产权局外，其余数据均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及各城市地方统计局，部
分缺失值用线性插值法补充。

1. 被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为城市创新质量 ( lncxzl) ，根据上文分析，既有文献对于城市创新质量的衡量多使用数量

指标，并不能准确衡量质量，本文参考罗德里克 ( Ｒodrik，2006) ［28］的出口技术复杂度两步法构建城市专利
复杂度新指标，以此衡量城市创新质量。专利主要包括三种类型，即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以及外观设计
专利。相较而言，发明专利所需研发投入及对技术复杂度要求均比后两者更高，其申请程序也更为复杂，能
够更为准确地反映城市创新质量。本文利用国家知识产权局 2006—2019年的发明专利授权数据，根据第一申
请人的地址与城市进行匹配。由于一个专利有多个 IPC分类号，为避免重复计算，本文选取 IPC主分类号作
为专利统计基本指标，取主分类号的专利大类号对城市的发明专利授权数量进行分类加总，最终得到城市不

同专利大类的数量进行专利复杂度的测算。首先计算各个专利大类的专利复杂度，再利用城市各个专利大类
的发明专利授权数在该城市所有发明专利授权数中所占比例作为权重，对产业层面的专利复杂度进行加权，

最终得出城市层面的专利复杂度，以此作为城市创新质量的衡量指标。具体测算方法如下。
对于某专利大类来说，其所有城市该专利授权数量的加权平均收入水平越高，那么该专利的复杂度

越高，计算公式如下:

pcyi =∑
c

xic /∑ k
xkc

∑m
xim /∑ k

xkm( )
Yc









( 6)

式 ( 6) 中，Yc是城市 c的人均生产总值。Yc前的式子作为权重，分子是 i专利类别在城市 c所有专利
类别授权数量中所占的份额，其分母是所有拥有 i类专利授权的城市 i 专利授权数量在所有城市专利总授
权量中所占的份额。xic表示 c城市所拥有的 i 类专利授权数量。自此计算出各个专利大类的专利复杂度，
将其以 i类专利的专利授权数量在城市 c中所有产业拥有的专利数量所占份额进行加权，得到城市层面的
专利复杂度，以此作为城市创新质量的代理指标，具体公式如下:

cxzlc =∑ i

xic

∑ k
xkc

pcyi ( 7)

其中，cxzlc代表城市 c的专利复杂度，即创新质量，实证中取 ( 1+专利复杂度) 的自然对数，xic表示

c城市所拥有的 i类专利申请数量，∑ k
xkc 表示 c城市所有类别的专利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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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核心解释变量
本文核心解释变量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水平 ( lnco_agg) ，考虑到与中国实际情况的相

符程度以及数据的可得性，本文参考陈建军等 ( 2016) ［29］构建的修正的 E-G 指数法来测算生产性服务业
与制造业的协同集聚度。首先运用区位熵法分别计算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度 ( ser_agg) 以及制造业集聚度
( m_agg) ，然后计算二者的协同集聚度，计算公式具体如下:

ser_aggj( t) =
esj( t) /∑

N

j = 1
esj( t)

ej( t) /∑
N

j = 1
ej( t)
，m_aggj( t) =

emj( t) /∑
N

j = 1
emj( t)

ej( t) /∑
N

j = 1
ej( t)

( 8)

co_aggj = 1 －
m_aggj － ser_aggj

m_aggj + ser_aggj
( ) + m_aggj + ser_aggj( ) ( 9)

其中，ser_aggj、m_aggj分别为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集聚水平，esj、emj分别表示 j城市生产性服务业
和制造业的从业人员，ej表示 j城市所有行业从业人员总数，N 表示城市数量，co_aggj表示 j 城市生产性
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协同集聚水平，取 1 加协同集聚的自然对数。该指数值越大表示产业协同集聚水平越
高; 反之，则表示产业协同集聚水平越低。本文根据国家统计局 《生产性服务业统计分类 ( 2019) 》中
生产性服务业分类，将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科研、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交
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五个行业界定为生产性服务业。

3. 机制变量
基于前文的理论分析，本文选取产业结构高级化 ( iss) 、城市科技投入水平 ( til) 以及研发人员流入

( rdp) 作为本文的影响渠道变量。
( 1) 产业结构高级化。借鉴付凌晖 ( 2010) ［30］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标计算方法，将一、二、三产业增加

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作为三维空间向量 X0 = ( x1，0，x2，0，x3，0 ) 的三个分量。计算 X0与三个产业的夹

角，且三个产业层次由低到高排列，分别为 X1 = ( 1，0，0) 、X2 = ( 0，1，0) 、X3 = ( 0，0，1) 、X0与

三个产业的夹角分别为 θ1、θ2、θ3。计算公式如下:

θ j = cos －1
∑

3

i = 1
( xi，j × xi，0 )

∑
3

i = 1
( x2i，j )

1 /2 ×∑
3

i = 1
( x2i，0 )

1 /2











( 10)

在以上基础上定义产业结构高级化，公式如下:

iss =∑
3

k = 1
∑

k

j = 1
θ j ( 11)

其中，iss的值越大表明该城市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水平越高。
( 2) 城市科技投入水平。参考李子豪和刘辉煌 ( 2012) ［31］的计算方法，采用各城市地方财政科学支出

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作为其代理变量。
( 3) 研发人员流入。鉴于城市层面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采用城市从事科技人员来衡量研发人员流动。

对于要素流动的衡量学界最常用的是引力模型，传统的引力模型仅考虑了要素规模和地理距离对要素流

动的影响，而并未对流入地和流出地加以区分，本文借鉴李婧和产海兰 ( 2018) ［32］所构建的修正的引力模
型来测算各城市研发人员流动。考虑到地区经济水平和薪资水平是研发人员流动的重要影响因素，本文
在模型中引入城市职工平均薪资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作为城市对研发人员的吸引力因素，进而对城市研

发人员流动规模与方向进行测度，本文构建研发人员流动引力模型如下:

plfij =
ＲiＲj( wj /wi ) ( pgdpj / pgdpi )

dφ
ij

(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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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plfij表示城市 i流入城市 j的从事科技人员数量，Ｒi、Ｒj分别表示 i城市和 j城市的从事科技人员数
量，wi、wj表示两地的职工平均工资，pgdpi、pgdpj分别表示两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城市人均生产总值表
示。dij为两地间的地理距离，φ为距离阻尼，表示区域间距离的影响参数，通常取 1或 2，本文取 2。
那么从其他城市被吸引入城市 j的从事科技人员数量可以通过加总得到，具体公式如下:

rdpj =∑
m

i = 1
pflij ( i≠ j) ( 13)

其中，rdpj表示其他城市被城市 j所吸引的从事科技人员数量，反映了城市 j对其他城市科技人员的吸
引力强弱，该值愈大，则表明城市 j对其他城市科技人员的吸引力愈强。

4. 控制变量
为避免因遗漏变量而造成的估计偏误问题，本文进一步控制一系列可能对城市创新质量产生影响

的变量: ( 1) 政府干预程度 ( gov) 。本文以地方政府一般财政支出衡量，实证中取其对数。 ( 2) 对外
开放水平 ( fdi) 。对外开放水平可能从需求方面引导企业进行需求导向型创新，从而影响创新活动，以城
市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占地方生产总值比重衡量。( 3) 基础设施建设 ( tra) 。良好的硬件设施能够为城市创
新提供一定便利，本文采用人均城市道路面积作为其代理变量，实证中取对数。 ( 4) 员工等级 ( el) 。员
工等级象征工作积极度与工作能力，本文以各城市从业人员平均薪资水平衡量员工等级，实证中取对数。
( 5) 金融发展水平 ( fin) 。地方金融发展水平会影响城市创新投融资环境，本文采用各城市年末金融存贷
款余额与地方生产总值比值表示。

四、实证结果分析

( 一) 空间自相关检验

为检验城市创新质量的空间相关性，依照前文的莫兰指数法进行全局莫兰指数的计算，计算结果如

表 1所示。结果显示城市创新质量在 2006—2019年莫兰指数均大于 0，且在 1%的水平下显著，由此确认
各城市间城市创新质量存在着较强的正相关空间集聚特征，因而在研究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

对城市创新影响的问题时需要考虑空间因素的影响。

表 1 城市创新质量全局莫兰指数

W1 W2

年份 Moran＇s I 年份 Moran＇s I

2006 0. 036 ＊＊＊

2007 0. 036 ＊＊＊

2008 0. 042 ＊＊＊

2009 0. 039 ＊＊＊

2010 0. 038 ＊＊＊

2011 0. 048 ＊＊＊

2012 0. 040 ＊＊＊

2013 0. 053 ＊＊＊

2014 0. 043 ＊＊＊

2015 0. 051 ＊＊＊

2016 0. 057 ＊＊＊

2017 0. 060 ＊＊＊

2018 0. 057 ＊＊＊

2019 0. 046 ＊＊＊

2006 0. 039 ＊＊＊

2007 0. 046 ＊＊＊

2008 0. 047 ＊＊＊

2009 0. 045 ＊＊＊

2010 0. 039 ＊＊＊

2011 0. 044 ＊＊＊

2012 0. 034 ＊＊＊

2013 0. 069 ＊＊＊

2014 0. 045 ＊＊＊

2015 0. 059 ＊＊＊

2016 0. 059 ＊＊＊

2017 0. 073 ＊＊＊

2018 0. 056 ＊＊＊

2019 0. 065 ＊＊＊

注: * 、＊＊、＊＊＊ 分别表示在 10%、5%、1%的水平下显著，后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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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清晰地观察城市创新质量空间分布特征，基于反距离权重矩阵绘制主要年份城市创新质量的

局部莫兰散点图①，发现历年城市创新质量在空间上存在正相关关系，呈现“高－高”聚集、“低－低”聚
集的特征。这再次表明空间效应的存在不可忽视。
( 二) 回归结果分析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城市创新质量作用效应，结果如表 2 所示。表中结果显示空间
误差项系数 λ 和空间滞后项系数 ρ均显著为正，表明本地的城市创新质量与周边城市存在密切的空间
关联，由此采用空间计量模型进行回归是合理恰当的。从表 2 中看出，不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协同
集聚系数均至少在 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该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能够促进城市创
新质量的提升。分析其可能原因在于，随着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程度的加强，各产业间的
联系越来越紧密，能够促进区域知识交流、技术迭代与创新协同。此外，制造业企业的实际需求也
能快速被服务企业了解，能够更加精准地开展研发和创新活动，加上生产性服务业通常拥有多维度

的创新资源，可以为制造业提供创新灵感和支持，促进双方协同创新，从而提升城市创新质量。

表 2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城市创新质量影响基准回归②

变量

SEM SAＲ

W1
W1

( 加入控制变量)
W2

W2

( 加入控制变量)
W1

W1

( 加入控制变量)
W2

W2

( 加入控制变量)

lnco_agg 0. 060 ＊＊＊ 0. 055 ＊＊＊ 0. 061 ＊＊＊ 0. 056 ＊＊＊ 0. 060 ＊＊＊ 0. 055 ＊＊＊ 0. 061 ＊＊＊ 0. 056 ＊＊＊

( 3. 612) ( 3. 380) ( 3. 727) ( 3. 440) ( 2. 709) ( 2. 800) ( 2. 664) ( 2. 747)

gov 0. 138 ＊＊＊ 0. 142 ＊＊＊ 0. 139＊＊ 0. 141＊＊

( 5. 385) ( 5. 556) ( 2. 049) ( 2. 049)

fdi 0. 290 ＊＊＊ 0. 309 ＊＊＊ 0. 289 ＊＊＊ 0. 296 ＊＊＊

( 3. 582) ( 3. 878) ( 2. 643) ( 2. 714)

tra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 0. 687) ( 0. 633) ( 0. 464) ( 0. 464)

el 0. 097 ＊＊＊ 0. 099 ＊＊＊ 0. 096 ＊＊＊ 0. 097 ＊＊＊

( 9. 383) ( 9. 644) ( 4. 160) ( 4. 080)

fin －0. 005＊＊ －0. 005＊＊ －0. 005 －0. 005

( －2. 367) ( －2. 401) ( －1. 605) ( －1. 601)

λ /ρ 0. 590 ＊＊＊ 0. 392 ＊＊＊ 0. 217 ＊＊＊ 0. 171＊＊ 0. 594 ＊＊＊ 0. 469 ＊＊＊ 0. 300＊＊ 0. 300＊＊

( 6. 724) ( 3. 412) ( 3. 516) ( 2. 308) ( 7. 672) ( 4. 786) ( 2. 162) ( 2. 332)

样本量 3 724 3 724 3 724 3 724 3 724 3 724 3 724 3 724

Ｒ2 0. 012 0. 787 0. 012 0. 786 0. 008 0. 875 0. 010 0. 844

注: 括号内为 t值，表中模型均已固定年份及城市效应，后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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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限于篇幅，主要年份局部散点图未展示，备索。
本文以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和制造业集聚交互项为解释变量，检验其对创新质量的作用。结果显示交互项系数为正，即生产性服务

业集聚与制造业集聚同步增强将产生更大促进作用。考虑到制造业是生产性服务业的立足之本，生产性服务业是制造业做大做强的助推器，
二者具有相辅相成的作用，交互项的增大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二者协同集聚发挥的作用比单独集聚大。为此，研究协同集聚对创新质量的作
用更具有现实价值。限于篇幅，略去相应的检验结果，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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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内生性处理及稳健性检验

1. 内生性处理
本文采用双向固定效应的空间计量模型，并引入多个控制变量，很大程度上控制了遗漏变量等内生性问

题。然而考虑到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同城市创新质量可能存在互为因果的内生性问题，城市创新
质量的提升，意味着该区域创新生态体系较为成熟，可能吸引更多的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企业的进入，进

而形成二者更高的协同集聚水平。本文采用不考虑空间效应的工具变量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和考虑空间效应的
动态空间滞后模型进行内生性检验，采用三种工具变量进行回归: 一是以明朝驿站数量作为工具变量

( IV1) ，由于历史数据的发生时间较为久远，其对当前的城市创新产生的影响受限，具备外生性特征，而明
朝时期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技术水平较低，因此对驿站的设立地点的选择和驿路的修缮均有一定的前提条件，

更倾向建于地势较为平坦的区域，地势平坦的地区是产业集聚和城市建设首选地区，驿站的设立会带动人口

和产业进一步集聚。但明朝驿站设立数量为截面数据，无法反映时间维度的变化，故参考李治国等
( 2022) ［33］构建工具变量的方法，以明代驿站数量与各城市当年固定资产投资的交互项构造工具变量的时
间序列数据。二是借鉴张晶和陈志龙 ( 2021) ［34］的研究以除该城市外其他城市的协同集聚均值作为工具变
量 ( IV2) 。三是以解释变量减去所有样本的当年均值，并以所得值的三次方作为工具变量 ( IV3) 。
表 3和表 4报告了内生性检验的回归结果。从工具变量两阶段最小二乘法的回归结果来看，协同集聚

的估计系数与基准回归保持一致，均显著为正。动态空间滞后模型引入被解释变量城市创新质量的时间
和空间的一阶滞后项，对除了解释变量以外的因素对城市创新质量的影响进行考察，以避免互为因果的

内生性问题，特别是能够有效解决空间计量模型引致的内生性问题［35］。由表 3 和表 4 结果可知，城市创
新质量的一阶滞后项均在 1%的水平下显著，且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的估计系数较前文基准回
归中静态空间面板模型的系数略小，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静态空间面板模型高估了协同集聚对城市创

新质量的作用效果。主要原因是引入被解释变量的一阶滞后项可以将除解释变量以外的环境因素、经济
因素分离出来，进而矫正某些估计偏差。在此回归下，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的估计系数仍显
著为正，这也意味着在考虑内生性的情况下，前文结论依然稳健可靠。

表 3 内生性检验结果Ⅰ

变量 IV1 IV2 IV3

lnco_agg 0. 748＊＊ 0. 055 ＊＊＊ 0. 060 ＊＊＊

( 2. 949) ( 3. 239) ( 3. 573)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第一阶段 F值 10. 520 ＊＊＊ 170 000 ＊＊＊ 160 000 ＊＊＊

观测值 3 724 3 724 3 724

Ｒ2 0. 940 0. 960 0. 960

城市数量 266 266 266

表 4 内生性检验结果Ⅱ

变量 动态空间滞后模型 动态空间滞后模型

L. lncxzl 0. 238 ＊＊＊ 0. 242 ＊＊＊

( 8. 747) ( 8. 862)

L. Wlncxzl －0. 203 ＊＊＊ －0. 168 ＊＊＊

( －6. 251) ( －5. 282)

lnco_agg 0. 047 ＊＊＊ 0. 0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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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续)

变量 动态空间滞后模型 动态空间滞后模型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3 724 3 724

Ｒ2 0. 911 0. 908

ρ 0. 894 ＊＊＊ 0. 870 ＊＊＊

( 55. 571) ( 49. 431)

2. 稳健性检验
本文采用替换被解释变量、替换解释变量、替换权重矩阵以及增加控制变量四种方法对基准回归进行稳

健性检验。首先，鉴于本文专利复杂度测算所用基础数据为发明专利授权数据，因而本部分采用北京大学企
业大数据研究中心编制的中国区域创新创业指数中的发明专利得分作为城市创新质量的替代变量进行稳健性

检验; 其次，本文根据已有文献对生产性服务业的分类，加入批发与零售业从业人员重新计算生产性服务业

与制造业的协同集聚水平进行稳健性检验; 再次，运用反距离平方矩阵和经济距离矩阵重新进行回归; 最

后，考虑到城市互联网发展水平 ( info) 是各类信息流通的重要渠道，可能对城市创新质量产生影响，故而以
城市国际互联网用户数作为互联网发展水平代理变量引入回归，进行稳健性检验。SEM及 SAＲ检验结果均显示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①，与前文基准回归结果一致，表明结果稳健可靠。
( 四)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城市创新质量影响的机制分析

前文从理论层面分析了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城市创新质量的内在影响机制并提出系列

研究假设，为检验假设是否成立，本部分借鉴陈等人 ( Chen et al.，2020) ［36］机制检验方法对产业结构高
级化、科学技术投入以及研发人员流入三个变量在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城市创新质量的影
响中的渠道作用进行进一步检验。本文构建机制检验模型如下。

SEM:
Mit = β0 lnco_aggit + β1Xit + δi + ϑt + φit ( 14)

φit = λWφ it + φit

SAＲ:
Mit = α + ρWlnMit + η 0 lnco_aggit + η 1Xit + δ i + ϑt + ε it，ε it ∈ N( 0，σ 2 ) ( 15)

其中，Mit表示本文机制变量，即产业结构高级化或城市科技投入水平或研发人员流入。其他字母含
义同前文。
表 5报告了机制变量和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在经济地理距离嵌套权重矩阵之下 SEM 与

SAＲ回归结果。表 5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回归结果显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能够推进产业结
构高级化进程。已有研究表明产业结构升级优化能够促进城市创新能力的提升，生产性服务业为制造业
提供专业的技术与服务，随着产业结构升级优化，各类产业对高附加值的技术与产品需求增加，由此将

引致需求导向型创新。此外，产业结构高级化能够促使城市形成更多高度关联的产业集群和价值链，加
速产业间的交叉合作，促进知识的传播和共享，并助于激发新的思维和创意，从而提升城市创新质量。
产业结构升级会使低端产业向高端产业转型升级，倒逼企业创新。例如，深圳市为深入推进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出台了《深圳市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和产业导向目录 ( 2016) 》，鼓励支
持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等高端产业发展，加快建成现代化国际化创新型城市，倒逼大量企业
推进技术创新，从而实现转型升级。由此，H2a得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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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城市科技投入回归结果显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有助于区域科学技术投入水平的提
升。科学技术投入水平的提升为城市创新提供了重要的支持和条件，也意味着更多的资源被投入科学研
究和技术创新中，是城市创新质量提升的保障。例如，漯河市设立重大科技项目专项资金，并由市财政
给予项目合同额 30%的资金支持，此外，通过研发补助促进企业创新转型，有效激发企业创新活力，推
动漯河市创新发展。2021年，全市财政科技支出、全社会研发投入分别增长 37. 6%、53%，创新活跃度
跃居河南省第 4。由此，H2b得证。
表 5研发人员流入回归结果显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有利于研发人员流入。研发人员的

流入不仅能够促进城市内外的技术跨界合作，加强跨领域的知识交流与共享，推动新观念和新技术的创新

与融合，而且增加了城市的人才储备，多方向助力城市创新质量提升。成都市是该机制的范例。成都市十分
注重吸纳人才，积极推动培育人才生态圈、完善人才服务链，吸引了大量高端科技人才，推动了成都创新发
展。“成都创新”“成都智造”等代表了成都科技人才引入推动创新的显著成效。由此，H2c得证。

表 5 影响机制检验结果

变量
SEM SAＲ

产业结构高级化 城市科技投入 研发人员流入 产业结构高级化 城市科技投入 研发人员流入

lnco_agg 0. 006* 0. 001* 0. 223 ＊＊＊ 0. 007＊＊ 0. 001* 0. 229 ＊＊＊

( 1. 904) ( 1. 864) ( 2. 841) ( 2. 460) ( 1. 689) ( 2. 953)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λ /ρ 0. 801 ＊＊＊ 0. 819 ＊＊＊ 0. 816 ＊＊＊ 0. 773 ＊＊＊ 0. 854 ＊＊＊ 0. 787 0 ＊＊＊

( 17. 740) ( 22. 999) ( 24. 155) ( 14. 203) ( 25. 157) ( 18. 363)

样本量 3 724 3 724 3 724 3 724 3 724 3 724

Ｒ2 0. 449 0. 266 0. 311 0. 214 0. 183 0. 097

( 五)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城市创新质量影响的异质性分析

1. 地理区位异质性
中国幅员辽阔，不同地理区域的产业阶段和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即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一

定的区域不平衡问题。受经济规模效应和东部地区绝对优势影响，各地区经济差距依然存在。产业协同集
聚对城市创新的作用发挥需基于一定的产业基础和经济基础，因而不同地理区位内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

协同集聚对城市创新质量的作用效应可能存在一定差异。本部分根据国家统计局三大地带划分标准，将样本
城市分为东部地区 ( East) 、中部地区 ( Middle) 以及西部地区 ( West) ，并分别赋虚拟值，进而引入地区虚
拟变量与解释变量的交互项，基于两种权重矩阵，运用前文构建的空间面板模型对地理区位异质性做进一步

考察，结果报告于表 6①。

表 6 地理区位异质性检验

变量
W1 W2

东部 中部 西部 东部 中部 西部

lnco_agg×East 0. 082 ＊＊＊ 0. 086 ＊＊＊

( 2. 840) ( 2. 991)

lnco_agg×Middle 0. 057＊＊ 0. 056＊＊

( 2. 217) ( 2. 179)

lnco_agg×West 0. 021 0. 021

( 0. 713) ( 0. 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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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表中仅报告 SEM的结果，SAＲ结果与 SEM结果一致。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 ( 双月刊) 2024年第 2期

表6( 续)

变量
W1 W2

东部 中部 西部 东部 中部 西部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λ 0. 381 ＊＊＊ 0. 404 ＊＊＊ 0. 401 ＊＊＊ 0. 168＊＊ 0. 175＊＊ 0. 174＊＊

( 3. 270) ( 3. 565) ( 3. 525) ( 2. 248) ( 2. 355) ( 2. 344)

样本量 3 724 3 724 3 724 3 724 3 724 3 724

Ｒ2 0. 442 0. 600 0. 729 0. 429 0. 613 0. 731

表 6结果显示，东部及中部地区协同集聚系数均显著为正。完善的基础设施、较为集中的资源优势以
及相关的政策支持，使得东部和中部集聚创新效应更好更快发挥。东部沿海地区凭借地理优势，在国家
政策的支持下率先发展，优先发展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中部崛起战略不断推进，加快中部地区产
业整体迈向中高端，积极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支撑的现代产业体系，更好发挥了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

协同集聚对城市创新质量的促进作用。西部地区协同集聚系数虽为正，但并不显著，一方面可能由于西
部地区经济转轨起步较晚，经济与产业基础均相对薄弱; 另一方面，西部地区的技术创新转化为生产力

的方式单一且效益不佳，故而未能有效获益于创新红利，造成内生动力不足，集聚的创新激励与知识外

溢作用无法发挥，致使协同集聚未对西部地区城市的创新质量产生促进效应。因此，应加快推进西部大
开发战略的实施，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加快西部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步伐，以促进两类产业

协同集聚对城市创新质量尽快发挥积极效应。
2. 行业集聚异质性
生产性服务业细分行业技术密集度、研发强度等均存在一定差异，而这些因素与创新活动有着密不

可分的关系。本文参考于斌斌 ( 2017) ［37］的研究将生产性服务业细分行业分为高端生产性服务业 ( lnco_
agg_G) 和低端生产性服务业 ( lnco_agg_D) 两类。其中，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包括科研、技术服务和地质
勘查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以及金融业三个行业类别，低端生产性服务业则包括剩余两个
行业类别。首先分别计算高端和低端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协同集聚水平，再基于两种权重进行分组
回归，回归结果报告于表 7。
表 7结果显示，不论是高端还是低端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协同集聚系数均显著为正，表

明不论是高端生产性服务业还是低端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均能够促进城市创新质量提升。
该结果也印证了顺应产业融合趋势，促进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高效融合能够迸发创新新动能。这也意
味着加快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政策的正确性，该政策的实施能够推动高端生产性服务业与

制造业之间的协同发展，提高经济效益，促进城市创新能力的提升，进而增强城市的竞争力和可持续发

展能力。

表 7 集聚异质性检验

变量

SEM SAＲ

W1 W2 W1 W2

低端 高端 低端 高端 低端 高端 低端 高端

lnco_agg_D 0. 025* 0. 026＊＊ 0. 025＊＊ 0. 026＊＊

( 1. 946) ( 2. 010) ( 1. 978) ( 2. 012)

lnco_agg_G 0. 048 ＊＊＊ 0. 048 ＊＊＊ 0. 048 ＊＊＊ 0. 049 ＊＊＊

( 3. 226) ( 3. 260) ( 3. 261) ( 3.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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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续)

变量

SEM SAＲ

W1 W2 W1 W2

低端 高端 低端 高端 低端 高端 低端 高端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λ /ρ 0. 395 ＊＊＊ 0. 394 ＊＊＊ 0. 172＊＊ 0. 170＊＊ 0. 470 ＊＊＊ 0. 470 ＊＊＊ 0. 300 ＊＊＊ 0. 300 ＊＊＊

( 3. 453) ( 3. 441) ( 2. 318) ( 2. 300) ( 4. 548) ( 4. 556) ( 2. 730) ( 2. 731)

样本量 3 724 3 724 3 724 3 724 3 724 3 724 3 724 3 724

Ｒ2 0. 797 0. 788 0. 796 0. 787 0. 874 0. 874 0. 848 0. 845

五、进一步分析: 协同集聚对城市创业活力的影响

创业活动不仅能够激发区域经济增长的活力，还能通过资源有效整合推动要素配置效率改进，因而

创业活力也是推动区域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加快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工具。鉴于此，仅了解生产
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城市创新质量的影响可能不足以全面评估协同集聚对城市创新发展的综合

效应。因此，本文进一步从新企业注册数视角探究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城市创业活力的影
响，以期为协同集聚与创新领域的理论发展与决策提供更为全面科学的经验证据。
本文选取各城市当年新注册企业数量作为城市创新活力的代理变量，分别运用双向固定效应空间误

差模型和空间滞后模型进行实证检验①，回归结果如表 8所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估计系数
均显著为正，由此可见，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有助于提升城市的创业活力。为确保结果稳健
可靠，本文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 一是选取各城市每万人中当年新企业注册数 ( ei2) 作为城市创新
活力的替代变量再次进行回归; 二是替换解释变量，采用前文加入批发与零售业从业人员重新计算的生

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协同集聚水平作为替代变量，重新回归; 三是替换权重矩阵，采用经济距离矩阵

( Wjingji ) 以及反距离平方矩阵 ( Wsq ) 再次回归，结果报告于表 8。
表 8中结果显示，核心解释变量估计系数仍然显著为正，与前文保持一致，可见结果是稳健的。创业

活力越强的城市，在吸引资金和高端人才方面的能力往往越强，而人才和资金是城市全方位发展的核心

推动力。为此，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协同集聚对城市的发展已经超越其所发挥的创新质量提升和创
业活力促进功能，更是可以成为城市全面发展与提升的重要助推器。

表 8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城市创业活力的影响回归

变量
lnei lnei2 lnei lnei

W1 W2 W1 W2 W1 W2 Wjingji Wsq

lnco_agg 0. 214 ＊＊＊ 0. 223 ＊＊＊ 0. 167 ＊＊＊ 0. 211 ＊＊＊ 0. 293 ＊＊＊ 0. 174 ＊＊＊

( 3. 267) ( 3. 381) ( 2. 706) ( 3. 286) ( 4. 350) ( 2. 809)

lnco_agg2 0. 213 ＊＊＊ 0. 216 ＊＊＊

( 3. 326) ( 3. 364)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λ 0. 909 ＊＊＊ 0. 872 ＊＊＊ 2. 607 ＊＊＊ 0. 858 ＊＊＊ 0. 909 ＊＊＊ 0. 872 ＊＊＊ 0. 086 ＊＊＊ 0. 823 ＊＊＊

( 38. 431) ( 27. 129) ( 69. 486) ( 24. 106) ( 38. 432) ( 27. 078) ( 2. 763) ( 33. 230)

样本量 3 724 3 724 3 724 3 724 3 724 3 724 3 724 3 724

Ｒ2 0. 380 0. 376 0. 522 0. 492 0. 389 0. 385 0. 363 0. 391

06

① SAＲ与 SEM估计结果一致。限于篇幅，仅给出 SEM的估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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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推动创新创业和营造良好发展环境是实现国家高质量发展的基本要求，激发创新创业活力是提升国

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的必然选择。为此，深化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优化创新创业环境，释放创新创业
动能成为中国推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基于这一现实发展背景，本文运用 266个城市 2006—2019
年面板数据，从理论与实证两个方面考察了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城市创新质量的影响机理，并

进一步探究了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城市创业活力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能够促进城市创新质量的提升。
第二，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能够通过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提升城市科技投入水平以及

吸引研发人员流入三个渠道促进城市创新质量的提升。
第三，东部和中部地区城市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均促进城市创新质量的提升，且东部地

区作用效果更强，而西部地区协同集聚未发挥促进作用; 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和低端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

业协同集聚均能促进城市创新质量的提升。
第四，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能够激发城市创业活力。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得出如下政策启示:

第一，加快推进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步伐。应加大对产业协同集聚的支持力度，通过提
供优惠政策、资金支持和设立产业集聚区等方式，加快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空间集聚，促进城市创新
创业全方位发展。此外还需加大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与投资，提升交通、能源和信息等领域的基础
设施水平，为西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打造更好的硬件条件。
第二，增加科研经费投入，加强人才引进力度，鼓励传统产业向高技术、高附加值方向转型升级。

政府应重点支持基础研究和高技术应用研究项目，并以此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推动技术创新和产品

开发。与此同时，积极发展新兴产业，扶持创新创业，以创造更多适应高端科技人才需求的就业岗位，
并加快建立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包括养老、医疗、失业和住房等方面，为高端人才提供更加安全和可
靠的保障。积极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的现代产业体系，重点支持和培育高科技产业
集群，促进产业升级和高附加值产出。由此能够更好更快地发挥产业结构高级化、科技投入水平以及研
发人员流入的渠道作用，以推动城市在创新创业领域的整体竞争力和质量提升。
第三，建立良好的创新创业环境，激发创新创业活力。良好的创新创业环境能够为创新者和创业者

提供更多的机会、资源和支持，进而激发创新创业活力。如可通过为创新主体提供风险投资、创业贷款
和融资保障等措施，为创新创业提供资金保障。加强科技成果转化机构的建设，支持科研机构和企业之
间的技术转让和合作，推动科技成果的商业化应用，加强科技成果的可获益性，以此带动科技从业人员

创新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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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rengthening national strateg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enhancing the overall effectiveness of the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 are crucial for China to accelerate its entry into the forefront of innovative countries． At
the same time，the promotion of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modern services and manufacturing is also in full swing．
Therefore，close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the impact of the synergistic agglomeration of productive services and
manufacturing on urban innovation，in order to better play the role of synergistic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in optimi-
zing the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new indicator of urban innovation quality by using the invention patent authorization
data from the State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fice of 266 prefecture-level and above cities in China during 2006－2019，
and analyzes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the synergistic agglomeration of productive services and manufacturing on
the quality of urban innovation by using the spatial error model and the spatial hysteresis model． It is found that the
synergistic agglomeration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urban innovation through three channels of promo-
ting the advanced industrial structure，improving urba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vestment，and attracting the
inflow of Ｒ＆D personnel; the synergistic agglomeration has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quality of urban innovation in
eastern and central regions． The synergistic agglomeration of high-end productive service industry and manufacturing
industry，as well as the synergistic agglomeration of low-end productive service industry and manufacturing
industry，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urban innovation． In addition，the synergistic agglomeration of pro-
ductive services and manufacturing can promote the increment of newly registered enterprises，thus enhancing the
entrepreneurial passion and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of cities． Therefore，the synergistic agglomeration of productive
services and manufacturing has the functions of enhancing the quality of urban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ial vitali-
ty，and can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growth and improve the competitiveness of cities．

The marginal contributions of this paper are as follows． First，it is the first time to construct the measurement
method of urban innovation qual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plexity，which not only provides a new measurement
tool for urban innovation quality，but also makes up for the insufficiency of innovation quality research from the
quantitative and citation perspectives． Second，with the help of spatial measurement method，it analyzes the impact
of the synergistic agglomeration of productive services and manufacturing on innov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rban
innovation quality，considers the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of urban innovation quality，and then measures the actu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from a more scientific perspective． It also analyzes the effect of synergistic agglomera-
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ntrepreneurship． As a result，the economic effects of the synergistic agglomeration are
comprehensively analyzed，which provides more detailed empirical evidence for the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of this
field．

Keywords: productive services; collaborative agglomeration; urban innovation quality; patent complexity;
entrepreneurial vig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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